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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研究在方法论上涉及多重方面。就理论与方法的关系而言，解释、理解世界的理论在运用于研究领域的过程，便

具体转化为研究世界的方法。从思想和实在的关系看，人文研究既需要基于现实，也不能忘却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仅仅关注

一端，便很难避免偏失。与思想与存在之辩相关的，是实证与思辨的关系，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不管是对外部世界

的考察，还是对思想现象的把握，实证和思辨都应予以关注。从更为内在的层面看，实证与思辨都涉及不同的考察视域，后者

在方法论上以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为其具体形态; 在理解世界和理解社会文化的过程中，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都有其意义。

进一步看，在人文研究过程中，既需要注重逻辑形态和逻辑脉络的揭示，避免使整个思想衍化仅仅表现为一种现象的杂陈，也

应关注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以避免思想的贫乏化、抽象化。最后，今天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应当具有“学无中西”的

眼光，后者意味着超越中西之间的对峙，形成广义的世界文化视域。

关键词:人文研究; 理论; 方法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2338( 2016) 01 －0001 －06 DOI:



10． 3969 / j． issn． 1674 －2338． 2016． 01． 001

无论是人文学科，抑或其他研究领域，都不

仅涉及“什么”( 研究指向“什么”) ，而且也关乎
“如何”( 研究“如何”展开) ，后者内在地蕴含着
方法论问题。这里不拟对方法论作严格的逻辑
界定和说明，而主要就人文领域研究中与“如何”
相关的问题，作若干考察。

一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方
法往往被看作是与思想或理论相对的形态。然
而，如果我们对两者关系作进一步考察，便可以

注意到，理论和方法之间并不如通常所想象的那

样界限分明。按其内在本性，方法并非单纯表现
为某种程序、手段、步骤，等等，若仅仅作此理解，

则人文学科的方法便可能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在其现实性上，方法和理论具有难以分离的关

系。从宽泛的层面看，理论可以理解为对现实世
界和观念世界的某个方面或领域的系统性理解

和解释。以哲学而言，其实质的内容即关于整个
世界( 包括人的存在和对象世界) 的理解和解释。
哲学之外的不同学科的理论，则是对相关领域或

对象的理解和说明。作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把
握，理论本身可以被应用于对世界和人的进一步

研究，并具体地影响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过程
的展开、研究结果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同
时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理论和方法的这种相关性，与理论和方法本



身的内涵有着紧密联系。如前所述，理论是对世
界和人自身的系统性理解和解释，而方法则表现

为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以把握人和世界为指
向，理论和方法之间往往很难截然划分出一道鸿

沟。理论需要载体，理论性的著作即构成了理论
的载体。作为创造性理论的载体，理论著作本身
总是内在地隐含着相关的方法。以哲学之域而
言，康德是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他对于认识论、
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美学的思考则集中体现在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
判》等著作中，如欲了解康德如何探索哲学问
题、进行哲学思考，便需要具体地考察以上著
作。可以说，康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之中。在这里，作
为理论凝结的著作，与探索对象的方法密切相

关。从哲学层面上来看，要把握哲学思维的方
法、真正了解如何进行哲学的思维，除了认真研
究历史上的重要哲学著作之外，别无他法。凝
结理论的著作，内在地渗入形成理论的方法; 不

同哲学家形成的不同哲学著作，则同时展现了

他们把握世界、理解世界的不同哲学方法。在
这一意义上，研究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掌握形成

理论的思维方法。
理论与方法的以上关联不仅体现在哲学领

域中，而且也内在于其他领域如史学。19 世纪
德国的兰克学派是近代历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学

派，该学派注重事实的搜集和把握，其历史的研

究即以此为前提。兰克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是
所谓“据事直书”，即根据事实来书写历史。按
其实质而言，这样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

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化。实证主义理论与
历史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史学的研究

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中国现代史学家傅斯年，便

对兰克学派极其推崇，他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上
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史学
方法既折射了兰克学派的特点，也可以在更广

意义上视为实证主义理论在史学方法上的

体现。
可以看到，解释、理解世界的理论在运用于

研究领域的过程，便具体转化为研究世界的方

法。不同的学科，诸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等，
都有各自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系统一旦被运用

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过程，便将同时取得方法论的

意义。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中，方法的把握和理论

的洞悉无法截然相分，如果对相关领域理论缺乏

具体的了解，仅仅孤立地强调方法，那么，这种所

谓方法便可能流于抽象、空洞的形式。

二

宽泛而言，人文学科的特点在于以观念的

形式把握世界，由此进一步涉及思想和存在的

关系。思想以观念为表现形式，存在则包括外
部世界、人类自身的存在，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
成果，后者表现为打上了人的印记的实在。思
想和存在的关系既可以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
维度加以论析，也可以从方法论的层面作具体

考察。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人文研究的过程中，

首先应该立足于现实存在，避免流于抽象的思与

辨。按其性质，方法可以被理解为“得自现实，还
治现实”的观念形态，也就是说，方法的根据来自
于现实存在，但同时又能作用于现实本身。以关
于人和自然或天人关系的理解而言，其中便有一

个是否基于现实的问题。时下经常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观念: 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西方文化

突出天人相分。这种断论的背后，包含如下价值
前提:“合”具有正面或积极的意义，“分”则是负
面或消极的，从而应该予以否定和拒斥。概要言
之，即:“凡分皆坏，凡合皆好”。这种论点，显然
具有抽象的性质。从现实形态看，天人关系首先
表现为天与人在历史中的互动过程，理解这一互

动过程，需要区分不同意义的合一。简要而言，
天人之间既可以表现为原初意义上、未经分化的
合一，也可以展现为经过分化、通过重建而回归
的天人合一。以上两种合一的含义并不相同。
在“凡分皆坏，凡合皆好”的观念下，往往将导致
一味地崇尚“合”，甚至讴歌原初形态的合一( 未
分化的前现代意义上的合一) ，这种思维趋向远

离了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仅仅表现为一种

浪漫、空幻的抽象推绎。事实上，立足于人类历
史的现实演进，便可以看到，在天人关系的早期

形态下，人的行为与自然的运行主要处于原初意

义上的相关性之中，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便表现了这一点。经过近代以来的分化过程，
天人之间逐渐趋向于扬弃近代以来人对于自然

的单向征服、支配、利用，重建两者的统一。今
天谈天人关系，无疑应着眼于后一意义上的统

一( 即经过分化而重建的统一) ，如果离开历史



现实，一味地从分和合的抽象观念出发，往往很

难避免空幻的思想推绎。以上事实同时也表
明，基于现实，是真实地把握对象世界以及人与

世界关系的前提，后者构成了方法论的基本原

则之一。
在人文学科中，往往涉及不同的文献材料。

从文献材料和人文研究的关系来说，基于现实

存在的原则具体表现为立足真实的文本( 包括

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献) ，以此为理解

历史的根据，并进而通过对文献的切实研究，引

出相关的理解和观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从
可靠的文献出发，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基于

现实。
思想和存在关系除了基于现实之外，还面临

如何理解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文研究应当
避免仅仅流于对现实的单纯描述，而应进一步提

供对于现实的说明。从方法论上看，后者同样是
思想和存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仅仅停
留在单纯地描述和再现对象这一层面，那么，人

文科学的研究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在方法论上，前面提到的兰克学派的内在问

题之一，便在于偏重于对材料的搜集和描述，而

未能进一步追求对于材料的理论说明。在人文
学科的研究中，解释和说明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方

面，思想和存在的关系，也涉及这一方面。作为
把握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重要方面，人文学科需

要提供解释世界的不同框架和模式。如所周知，
在自然科学中，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常常伴随着

不同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每每具体表现为研究

模型。人文学科固然不能如自然科学那样运用
实证意义上的模型来解释世界，但它也可以提供

对于历史现象、思想现象、文化现象的解释模式。
一种有价值的人文研究，往往便在于其提供了一

种适当的解释模式。从中国现代思想史来看，在
解释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演化的过

程，“救亡压倒启蒙”曾被表述为解释这段思想
演化的模式，按照这一解释模式，近代以来，一

方面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成为时代的要求; 另一

方面，民族存亡又成为突出问题，在民族面临危

亡的背景下，思想启蒙问题渐渐退居第二位。
对此种解释模式是否确当，当然可以讨论，但它

确乎提供了对中国思想演化的一种独特说明。
一般而言，比较好的研究，总是离不开对于相关

现象具有说服力或解释力的理论模式。引申而

言，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一个具有美感意义

的解释模式，也可以被称为好的模式: 能将相关

历史现象串联起来，给出一个融通的解释，便体

现了理论的力量，而其实质内容则在于对世界

的说明。
可以看到，从思想和实在的关系看，人文研

究既需要基于现实，也不能忘却对现实的理解和

解释，仅仅关注一端，便很难避免偏失。

三

在方法论上，与思想与存在之辩相关的，是

实证与思辨的关系。宽泛而言，思辨可以有二种
形式，即抽象的思辨与具体的思辨。抽象的思辨
往往脱离形下或经验之域，仅仅在形上的层面

作超验的玄思，具体的思辨则以形上与形下的

互动为前提，表现为对相关对象的逻辑分析、理
论把握。这里所说的实证主要涉及对材料的把
握和考察，与实证相对的思辨，则主要指具体的

思辨。
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看，实证和思辨的关系

问题，乃古已有之。以历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而言，汉学偏重于实证，当然，在汉学内部又有古

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两者相比，今文经学较

多地关注义理分析，注重所谓“微言大义”，而古
文经学则偏重于实证研究; 与宋学相对的汉学，

更多地指古文经学。宋学则以理学作为代表，理
学以对理气、心性等关系的辨析为主要指向，对
理论的分疏与把握相应地在其中占主导的方面。
可以看到，汉学与宋学之争背后，实质上是实证

和思辨之间的分别。
清代学者更具体地区分了虚会和实证，清初

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曾著《尚书古文疏证》，其
中比较明确地提到了以上区分:“事有虚会，有实
证。”( 卷五) 虚会关乎逻辑的分析，其形式之一是
根据前后是否贯通，推断某种记载或观点的真

伪。实证则是依靠实际的文献材料，以此作为某
种结论的根据。这一意义上的虚会和实证，也体
现了思辨和实证的关系问题。
从当代学术的演进看，20 世纪 90 年代有所

谓思想和学术的分野，一些学者将那一时期的特

点概括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思想和学术之
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涉及思辨和实证的问题。学
术侧重于实证，相对来说，思想则更多地与逻辑

的论析、理论的阐释等等相联系。以儒学研究或



经学研究而言，从学术的层面看，首先便涉及实

证意义上对文献的考察，而思想之维的研究，则

关乎其中所蕴含义理的阐发。
从现实的形态看，在人文研究领域，实证和

思辨都不可或缺。无论是以外部世界为对象的
研究，还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考察，都既应基

于现实材料，避免“游谈无根”，又需注重理论的
阐释和逻辑的分析，以此对相关的对象和材料作

切实而深入的说明。材料是研究的基础，但材料
本身又只有通过人的思和辨，才能获得生命力，

并进而成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根据。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实证与思辨又

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不
同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学术兴趣，
或主要关注实证之维，或着重于理论的思与辨。
引申而言，不仅人文学科，而且更广意义上的社

会科学领域，也可看到不同的侧重。以近代以来
的社会学理论来说，一些社会学家较多地侧重实

证的研究方式，包括田野调查、统计、数学分析等
等; 另一些研究者的考察则更多地指向理论层

面: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其社会理论便都以理论

的思辨为主导的趋向。不过，就整体而言，无论
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不管是对外部世界

的考察，还是对思想现象的把握，实证和思辨都

应予以关注。

四

从更为内在的层面看，实证与思辨都涉及不

同的考察视域，后者在方法论上以知性思维和辩

证思维为其具体形态。知性思维的概念源于德
国古典哲学中感性、知性、理性概念的区分，其特
点表现在或者把具体的对象分解为不同的方面，

或者将事物的发展过程截断为一个一个的片段。
与以上进路相联系，知性思维侧重于划界。停留
于分解，常常会引发对事物的片面、抽象理解; 限
定于截流，则容易导致将过程静止化，并趋向静

态的、非过程的考察方式。相对于此，辩证思维
的特点在于跨越界限，将被知性所分解的不同方

面重新整合为整体，使被知性截断的一个个横断

面重新回归统一的过程。
在理解世界和理解社会文化的过程中，知性

思维和辩证思维都有其意义。无论是考察外部
事物，还是研究思想史上的现象，如果不作清晰

的分梳、划界，对象往往将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
从而难以被真正的理解。进而言之，人文的研究
应注重逻辑的分析，包括对概念作清晰的界定、
对论点作严密的论证，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的

感受、体验之上。如果缺乏对概念的明确界定、
完全以个体的感受为立论的基础而不作逻辑的

论证，往往将导向抽象的玄思或独断的思辨。另
一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一个的方面、一段
一段的横截面上，满足于对事物的划界，那么，我

们所把握的依然只是事物的某些片段，而不是其

真实形态。在被知性的方法划界之前，事物本来
是以过程、整体的形态存在，若限定于分解，则将
使其失去真实的形态。为了回归对象的真实形
态，便需要超越、扬弃知性考察事物的方式，运用
辩证的思维使分解后的不同方面重归于整体。
对于理解事物的现实形态而言，知性思维和辩证

思维都不可忽视。
然而，以上方面在人文学科中往往未能得到

充分的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领域中对
事物的考察，常常只是停留在知性的层面，而未

能真正跨越知性的界限达到辩证的思维，由此每

每导致非此即彼式的断论。以前面提及的关于
“天人关系”的理解而言，“凡分皆坏，凡合皆好”，
便是一种基于知性思维的结论。这种观念未能
注意到，天与人的“分”与“合”在历史中并非截然
对立的，天人之“分”本身既以原初的“合”为出发
点，同时又为达到更高层面的“合”提供了前提。
与天人之辩上的以上观念类似，在中西之学的关

系上，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增强，一些论者

表现出一种趋向，即要求以中释中，剔除西方的

思想和概念。这一趋向背后所蕴含的观念，便是
中学与西学彼此对峙、无法相合: “以中释中”，即
以中和西的判然划界为前提。事实上，在历史已
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执着于中西之分的观念

已经与历史进程相悖离。从内容上说，历史中形
成的中西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之源，今天进行创造

性的学术研究，仅仅执着于西方的思想资源或仅

仅限定于中国思想资源，都难以摆脱历史的局

限。就现代中国文化而言，两者的关联性，深深
地渗入我们今天运用的语言之中。作为现代中
国人交流、书写的基本手段，现代汉语包含着大
量包括西方语言的外来语。语言并不是单纯的
形式符号，而总是包含着思想负载。当外来语进



入汉语系统之时，它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也相应地

融入于现代中国思想。在这一背景之下，试图完
全剔除西方思想，显然无法做到。从方法论角度
来看，中西对峙、以中释中的立场，基本上还停留
在知性的层面。
以扬弃“知性”的方式、走向辨证的思维为视

域，我们不仅要注意康德，而且同样需要关注黑

格尔。黑格尔时下几乎完全被遗忘，他的辩证
法思想也似乎早已被冷落，但事实上，从研究的

方式来看，为黑格尔所系统化的辨证思维，对于

克服知性思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文研究
的对象本身是具体的，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形

态，也具有多方面性。唯有注重对象本身的多
方面性及过程性，才能再现文化和思想的真实

形态，而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便在于从整

体及过程的视域考察对象，以对其加以全面的

把握。从这方面看，关注知性的方式而又不限
定于知性思维，是人文学科把握对象的方法论

前提之一。

五

人文学科面对的对象总是以多样、特殊的形
态出现，理解和把握这些对象，需要经过某种逻

辑的重建，包括归类。这里所说的“类”具有逻辑
的意义，表现为涵盖不同个体的逻辑形态。以中
国思想史的考察来说，我们首先接触的是思想史

上诸多的人物、学派、著作，在作研究的时候，便
需要对它们进行归类。把握先秦诸子，便意味着
将其归入不同的学派，诸如儒家、道家、名家、阴
阳家，等等。相对于作为个体的诸子而言，这里
的“家”所代表的便是逻辑意义上的类或逻辑的
形态。广而言之，在人文学科中，总是会面对诸
多的个体，需要通过逻辑重构赋予这些个体以逻

辑的形态。
人文学科的对象，同时包含着时间的维度，

并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历史衍化过程。对这一变
迁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材料的罗列排梳之上，

作流水账式的记录，而需要进一步去揭示其中的

逻辑脉络。这里所谓逻辑脉络，主要指思想演化
过程的内在条理。人文研究需要展示包含内在
条理的思想过程。要而言之，在人文思想的研究
中，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应把握思想的逻辑形态;

就动态的角度而言，则应进一步揭示思想衍化的

逻辑脉络。
另一方面，历史本身有其复杂性，思想也非

纯然单一。思想的逻辑形态和逻辑脉络，与历史
的形态和历史的演化，往往并非简单重合。由
此，便涉及历史和逻辑的关系问题。
从现实形态来看，人文研究所面对的一个一

个的具体个体，常常包含多重方面，非某种单一

的逻辑形态所能完全涵盖。以中国思想史中的
孟子为例，孟子讲“从其大体”，注重“心之官”，这
些观念与理性主义原则具有一致性; 相对于墨家

将感性经验看作第一原理的哲学进路，孟子确乎

更多地表现出理性主义的趋向，他也由此通常被

归为理性主义者。但若进一步考察孟子思想的
具体内容，便可以注意到，其思想并非理性主义

所能简单涵盖，其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孟子
注重恻隐之心，以此为仁之端，而恻隐之心本身

首先表现为人的情感。孟子对于情感的这种注
重，与理性主义显然不同: 从理论层面看，注重情

感往往与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不难注意
到逻辑的类型与实际的思想形态之间的张力。
同样，荀子通常被看做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而儒家则在学派的层面，构成了思想的类型( 逻

辑形态) 。但是，在具体考察荀子思想时，便会发
现: 其中包含很多近于法家的内容。荀子在注重
礼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法，并吸纳了法家的相关观

念，这一点也体现于尔后思想的发展: 荀子的学

生韩非，进而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后者从历史

的传承方面折射了荀子与法家的联系。与之相
应，如果我们仅仅用“儒家”这一思想形态来概括
荀子的哲学，往往不足以展现其思想的丰富性。
可以看到，在进行逻辑的分类、赋予研究对象以
某种逻辑形态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象本身的历史

复杂性。
与思想的逻辑形态相关的，是思想衍化的逻

辑脉络。逻辑的脉络主要关乎思想演化的内在
条理，把握逻辑的脉络，意味着把握思想演化的

内在主线。然而，在思想演化的实际过程中，除
了逻辑脉络所代表的主线之外，又包含历史演化

的多重侧面。以清代学术而言，其主流是乾嘉学
派，它发端于清初，极盛于乾嘉两朝，其余绪则一

直延伸到道光年间。梁启超在写《清代学术概
论》时，对此着墨甚多。但是如果更具体地考察
清代学术发展，便可以注意到，其中存在着复杂



性和多样性。乾嘉学派本身“派中有派”: 它在总
体上注重文献考证、实证研究，但其中又有所谓
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主要特点
是推崇汉人的经学研究，甚至唯汉是从，同时，又

注重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皖派以戴震为代
表，注重从音韵、小学入手去研究文献材料，并重
视三礼的研究，其重要特点在于同时注重思想的

探索。乾嘉学派的主流确实关注考据，但在戴震
这样具体的思想家那里，哲学思想又构成了其重

要的关注之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在形式
上固然涉及字词的训释，但又并非仅仅限于简单

的文献考证，而是包含了独特的哲学理论，并涉

及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皖派中的如上趋向，既表
现了乾嘉学派的复杂性，也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多

样性。进一步看，除了主流的乾嘉学派之外，清
代不仅还有像章学诚这样具有独特学术性格的

学人，而且今文经学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复兴，以

庄存与、刘逢禄等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的出现即体
现了这一点。到了道光时期，常州学派所代表的
今文经学进一步兴盛，并继而绵延至晚清，它从

另一侧面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多重品格、多样形
态。此外，清代学术中，对科学技术的关注，也构
成了其重要的方面，梅文鼎在天文学和数学上有

很深的造诣，戴震对于数学和天文学也有所研

究。从中不难看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总之，乾嘉学派的形成和衍化构成了清代学术的

主要脉络，但在这一脉络中又有多样的现象和不

同形态。在回到历史本身之时，对历史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应予以高度关注，否则，理论考察所展

现的可能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图景。
综合而论，在人文研究过程中，一方面，需要

注重逻辑脉络的揭示，避免使整个思想衍化仅仅

表现为一种现象的杂陈; 另一方面，对于思想本

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应同样给予关注，以避免思
想的贫乏化、抽象化。以上二重视域，具体便表
现为逻辑的形态和历史的形态、逻辑的脉络和历
史的复杂性之间的错综交融。

六

近代以前，世界的不同文明形态基本上在彼

此独立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然而，近代以后，这种

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就中国而言，自身之外
的思想和文化传统，首先是西方的思想传统开始

进入到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真切地从人
文层面理解人和世界，便不能仅仅限定在单一的

思想传统上，而应该具有开放的视野。事实上，
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考都不

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以往文明发展和思想衍

化的成果，从今天看，这种文明成果既与中国文

化传统相关，也与西方传统相涉。王国维在 20 世
纪初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
“学无中西”意味着超越中西之间的对峙，形成广
义的世界文化视域。
从更宽泛的层面看，思想的发展，总是在不

同意见的相互争论过程中实现的。在中西思想
相遇的背景下，这种对话、讨论不能仅仅限于某
一传统之中，这一思想格局从另一侧面要求以开

放的视野对待不同的观念和传统。然而，历史地
看，西方思想对于非西方的思想传统往往未能给

予充分的关注，直到今日，其思想仍每每限于单

一的西方传统，这同时也限定了其思想之源。以
中国而言，如前所述，随着自身文化认同的增强，

在文化学术的研究方面也逐渐形成了如下偏向，

即过度执着于中西学术之分，甚而要求“以中释
中”，这事实上在另一重意义上囿于自身的单一
传统。在以上趋向中，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对
话，显然难以展开。任何传统中的思想家都会有
自己的内在局限，在历史已经走向世界历史的背

景之下，人文研究应该形成在世界范围之内可以

相互理解、相互讨论的形态，并通过彼此的对话，
以超越可能的限定。
人文研究的世界意义与人文研究的个性特

点并非截然对立，相反，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研

究总是同时带有个性特征。从形上的层面看，真
实的世界对人来说是共同的，然而，世界的意义

却因人的视域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就人文
学术的研究而言，对于同一对象或问题，具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理解，这种

差异赋予学术思想以个性形态。学术思想的世
界性与个体性将在世界范围的对话、互动中达到
内在的统一，而人文研究本身也将由此不断达到

新的深度和广度。
( 本文基于作者 2015 年 9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

研究院研究生班的讲座，由研究生根据讲座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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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LI Xiang-jun
( Ｒ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 College of Philoso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It is philosophy system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rding of philosophy history． Not only is the Chinese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the product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flict，but its system framework is
also the frui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view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eople have explored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ystem，such as transplanting system，establishing concept system，exploring core question，and reverting original
classics，etc． Among these aspects，some of them overweight on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system，while others pre-
fer to revert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thought system． The systematic classics include the true mea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ystem，so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frame of reference when we try to underst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
losophy system． Ｒethinking the system framework issues abou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phylogeny，and thus promo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ystem ; framework;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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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istic study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aspect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any method of
world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in the course of its application on research domain，is suppos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ethod of world study，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method．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and reality，the humanistic study should not only be grounded on reality，but also focu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
pretation of reality，the imbalance of whic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the failure of imparti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
tive and the speculative，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ought and existence，is expect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no
matter it is applied in either the humanistic or social science domain，or it is an observation of the outer world of an understand-
ing of the thinking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internal aspect，the positive and the speculative involve different
observation domain，the latter of 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a more specific form of intellectu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ndeed，intellectu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are of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world，so-
ciety and culture understanding． Furthermore，when doing humanistic study，we should not only stress the disclosure of logic
pattern and sequence，refraining from displaying thought development in a form of phenomenon mixture，but also focus on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ought itself，so as to make it more rich and concrete． Therefore，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any humanistic study should embody the vision of“learning with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which means
tha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go beyon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and develop a worldwide vision in a
broader sense．
Key words: Humanistic study; theor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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